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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足于让人民幸福的大民生观，既涉及到了人民群众
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民生诉求，也涵盖了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健康、安全、生态环境等各
种民生诉求，还纳入了民主、法治等更高层级的精神需要，从而构成了一个多维度结构的马克思主义民
生思想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之所以能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不仅因为其最贴近百姓生活，与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而
且因为其有着区别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法治、生态文明等重要论述的明确且稳定的内
涵与外延。[1]在这一思想体系中，“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是两个十分关键的概念，代表的是
中国特定政治语境下民生诉求的两个层次。人民群众的民生诉求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化，是习近平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
史性转化时做出的重大判断，也是他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后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
面时所宣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正式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使命与国家行
动核心目标指向的标志，所揭示的是中国民生发展实践在近70年特别是近40年间的客观进程与质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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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所表明的是新时代党和政府需要与时俱进地
为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发展民生而不懈努力的
方向。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物质文化需要”
与“美好生活需要”两个重要概念加以梳理，以便
能够更加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对民生问题的基本认识

民生是指人民的生计与追求。从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来看，民生诉求总是与所处时代和社会发
展阶段紧密相关，民生水平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程度。愈是欠发达社
会，民生诉求愈是低端，如何满足人民的温饱需
要便是国家与社会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愈是发
达社会，民生诉求也愈是高端，如何更好地满足
不断发展的民生需要则构成了治国理政之挑战。
因此，民生诉求往往伴随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而
不断升级，解决了原有的民生问题，又会出现新
的民生问题，经济社会越是发展，民生问题的
内涵和外延就越是扩展，这是一条难以逆转的客
观规律。 [3]中国进入新时代后，从衣、食、住、
行、教育、就业、环境、文化娱乐、旅游及相关
服务等物质生活，到公平正义、民主政治、社会
参与、发展机会、平等与尊严等更高层次追求，
均可归入民生范畴，所反映的都是人民的诉求，
折射的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程度。[4]

在中国历史上，民生与国计总是相提并论
的，“国计民生”是家喻户晓的成语，但历代王朝
并非都能够处理好国计（国家发展）与民生（改
善）的关系。秦、隋二朝国力强盛却都二世而
亡，随后的汉、唐二代则开创了中华民族辉煌灿
烂的篇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者轻视民生而
后者重视民生。在国际上，苏联与美国曾一度并
世称霸世界，但前者已于1989年走向瓦解，后
者迄今仍雄居世界第一，同样是因民生差异太
大，苏联国力强盛而民生匮乏，美国却是国力

强盛与民生富足并存。因此，“民生好坏决定民
心向背，民心向背决定国运昌衰，这是古今中外
的一条公理”。[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是一穷二
白、内忧外患的异常困境，但毛泽东将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并通过土
地改革给亿万农民以实惠，通过建立公有制下集
体劳动、集体分配方式和劳动保险等一系列社会
保障制度给城镇居民以稳定预期，不仅迅速根治
了旧中国民不聊生的沉疴固疾，赢得了全国人民
万众一心的衷心拥护，而且迅速建成完整的工业
体系，奠定了国家逐步走向强盛的基石。遗憾的
是，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而过度强化阶级斗
争与政治运动，经济建设未能够获得长足发展，
民生改善有限，生产不足与供应短缺成了当时中
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共产党虽然带领人民进行
了艰辛探索，却并未能够实现让全体人民过上幸
福生活的预期目标”。[6]以致到20世纪70年代末，
以社会主义阵营之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纷纷易帜
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片欢声等为标志的国际局
势大变时，中国也面临着命运抉择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正确
选择。因此，民生维艰的国内背景构成了中国改
革开放的内生动力源，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国际
背景则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压力源，两者
叠加在一起，促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年代。邓
小平通过采取渐进改革的策略，持续扩大对外开
放，并选择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手段，使国民经
济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民生也持续得到了大
幅度改善，共同贫穷被送进了历史，全体人民的
生活境遇获得持续大幅度改善，国计民生相结合
的发展进程让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并即将迈进全面小康社会。然而，在一切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和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
下，也衍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传统的经济增长
方式不可持续，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
数居高不下，区域发展失衡与城乡发展失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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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生态环境遭到大范围破
坏，食品药品与生产安全问题突出，所有这些均
减损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再
加上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不断上升过程中激发出
来的对社会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的诉求日益增
长，如果不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现实民生
问题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民生
事业就难以实现持续向好发展，国家亦可能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而面临新的重大危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续做大社会财富“蛋
糕”的同时也注重分好“蛋糕”，国家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发展取向日益落实在
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中，居民收入实现了多
年以来未能实现的超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增速，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亿万人民的生活
水平不断提升，生活后顾之忧持续大幅度减轻，
这表明国家发展与民生改善正在趋向同步。但以
往积累的民生问题并未全面解决，国家日益强盛
背景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这不仅
表现在要求物质生活继续得到改善上，而且“在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
要求日益增长”，因此，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主线的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便具有了特
殊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将民生事业简单等同于
社会建设是一个存在着局限性的认识误区。因为
即使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也还要通过劳
动就业、收入分配、市场交易、设施建设、服务
供给等经济行为来加以满足，养老服务、健康服
务、文化体育活动及旅游等民生需要同时也是一
种经济活动，何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断
扩展和日益增长的，既表现在对经济民生、社会
民生的追求不断升级上，事实上也已经从经济民
生、社会民生扩展到了政治民生、法治民生、生

态民生上”。[8]因此，对新时代民生的理解必须适
应民生诉求发展变化的规律，准确把握“物质文
化需要”与“美好生活需要”两个关键概念的内涵
与外延，真正顺应人民群众伴随国家发展进步而
不断升级的民生诉求，全方位地满足人民群众在
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法治、生态等方面的
需要，使每个人的智力和体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
展，最终引领全体人民步入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人的需要层次划分

前已述及，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生诉求
是有所不同的，所呈现的是从低端民生需要向高
端民生需要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表现在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进程中，也表现在人民个体发
展的过程中，它虽然不是绝对的，但也表现为一
般规律。就像一个生活贫困的流浪者可能有很高
的精神追求，但流浪者作为一个群体却不可能以
很高的精神追求群体现象出现在现实社会中。因
此，个体可以有例外，群体则会呈现出一定的规
律性，在民生诉求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
如此。

对人的需要作出适当的划分，是认识人的
需要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前提。因此，理解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的
美好生活需要，应当先行了解并理解人的需要
层次划分。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
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各种
意识形态、理论形态都是受所处的时代制约的，
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反映。一种理论的产生在于
这个社会现实存在理论产生的基础，并且强烈要
求有相应的理论来与之相适应。意识在任何时候
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这种理论和实践、意识
和存在的统一就是在人类的社会生活进程中形成
的，没有纯粹的理论，同样也没有纯粹的脱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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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
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
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
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
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
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
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9]这里
强调的是人本身首先得保证自己生命的存在即有
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然后才能进行其他一切活
动，因此，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的自然需要即第一
需要，是人的生存之本，离开了这个生存之本，
其他需要就无从谈起。马克思、恩格斯接着指
出：“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
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
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0]这种需要显然要高
于作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第一需要，包括对舒适与
幸福生活的追求，是在解决了生存需要的条件下
出现的第二层次的需要，它显然超出了人的自然
需要，也超出了人的单纯对象性需要，它使活动
本身成了需要，从而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新的
社会需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此同时论
述更高层次的人的需要，但在《共产党宣言》和
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多篇著作中，所强调的“人
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无疑是最高需要，它是马克
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满足
过程，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全面实现。
因此，人们一般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的需
要学说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
展需要，其中：生存需要是人维持生活活动的需
要，满足这种需要的是物质生活资料，属于物质
层面；享受需要是在生存需要得到相应满足的基
础上对舒适与幸福生活的追求，兼具物质与精神
层次需要；发展需要则是人的最高层次需要，它
是人对于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不断超越和完善自
我的渴望，如自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
等，它应当属于精神层面。因此，人的需要是逐
渐从物质层次升华到精神层面的，但无论哪个层

面，物质层面的基础地位不会动摇，而精神层面
的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取决于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
程度。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还有一种广受关注
的人的需要层次划分理论，即美国心理学家亚伯
拉罕·马斯诺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
出的人的需要五层次论。他将人的需要像阶梯一
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即生理需要、安全
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马斯诺认为，人的五种需要就像阶梯一样从低
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但这样的次序也不是
完全固定的，也有种种例外的情形，但一般而
言，其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后，就会向高一层
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
的动力。[11]

比较马克思的三层次需要和马斯诺的五层
次需要，可以发现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把人的需
要作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体系，都认识到
人的需要是有层次且不断升华的，并且都认为人
的需要是以人的自然生存为基础，以人的自我实
现为高峰的系统。但两者又有很大区别，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突出
的是真正的自由个性同时具有直接社会性，以及
人的个性化和社会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
的方面；而马斯诺是从孤立的个体出发的，其对
人的需要层面的描述缺乏内在的社会规定性，因
而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
人的需要提升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无产
阶级的革命实践上，对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指导意
义，而马斯诺却只是力图推动人们将自己的需要
提升到自我实现的层次，其对个体或许有作用，
对社会却意义不大。[12]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
斯的人的需要学说更具科学性，也对社会发展进
步的实践更具指导意义。

如果说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的分类揭示了具
有普遍意义的人的需要的内容归纳，那么，“物质
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便构成了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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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话语体系中人
的需要的两个层次，这种划分虽然是中国特定政
治语境下的表述，但均同时包含了物质需要与精
神需要，完全符合人类有史以来的人的需要的客
观事实。“美好生活需要”当然包含了“物质文化需
要”，但后者显然更具发展性与开放性，既包括了
“物质文化需要”的升华，更体现在能够逐步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的所有需要上。因此，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民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关于人民需
要的表述所反映的是人的需要日益增长与不断扩
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进程，这显然是具有创新
意义的表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顺应人
民从以往的“物质文化需要”向含义更广泛、内容
更丰富、实质更高级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化的历
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物质文化需要

“物质文化需要”是多次在中国共产党党代会
政治报告中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出现
的重要概念，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美好生活
需要”取代以往历次党代会上的“物质文化需要”，
标志着一个以满足有限、低端的民生需要为主要
任务的旧时代的终结，同时标志着一个以满足全
面、高端的民生需要为主要任务的新时代的开
始，是从民生视角反映国家发展根本使命与目的
的升华，其给中国未来发展带来的将是全局性、
深刻性的影响。

“物质文化需要”提法的回顾。最早将人民
群体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一方，是1956年党的八大政治决议提出的。决议
首先明确指出：“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
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
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
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
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

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
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
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
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
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
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
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接着指出：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
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
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
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
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
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
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3]这一段表述揭示
了旧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要矛
盾的转化进程，从1956年起，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是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
的矛盾，实质上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一表述经过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
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被提炼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 [14]在此，以“物质文化需要”取代“经济文化
需要”更为准确地表达了民生诉求，但实质意思
并未改变，因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通常
从1956年首次提出算起。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
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现
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5]这是
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重申了1981年社
会主要矛盾的提法。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
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
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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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 [16]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指
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
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17]从江泽民的两次表述中，可以
发现，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界定为贯穿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在十六大报告中不
再提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的说法，这种
变化说明中央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发展进步可能
带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2007年，胡锦涛在党
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18]党的十八大报告
仍然强调：“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
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
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
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
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9]从
“贯穿”到“仍然”再到“没有变”，可以看出，中央对
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及主要矛盾的判断既注意到了
国家的发展与民生的进步，也与当时的发展实践
基本吻合。在过去改革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党的
十八大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民生发展确实踏上
了新的台阶，对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
强烈。

当然，1956年虽然提出了这样的表述，但基
于旧社会留下的“一穷二白”、西方国家的封锁、
国家必须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
业体系，以及人口迅速增长等多方面原因，形成
的是民生发展不足与供应短缺的局面，那个时期
的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生活困难状况还不能
得到很大改观，也制约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及
其满足程度。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经济落

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
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
没有得到解放。” [20]1981年，1956年的提法被提
炼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直到进入
本世纪一以贯之地指导着国家发展进程。改革开
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说明了党对所
处阶段中国国情有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主要矛
盾决定中心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经济建设
作为全党和全国的中心工作，各项工作都要服从
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
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根本改变社会生产的落
后面貌，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都难以满足人民群
众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到进
入本世纪后的深刻变化，表明将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为推
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使数亿人摆脱贫困，进而改
善全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逐步提高人民的福祉起
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强调的都是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经济）文化需要”，从党的十三
大直至十八大的政治报告都继承了上述论断，其
中十三大到十六大的报告都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表
述，十七大和十八大的报告则都在强调“我国仍处
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
有变”的基础上，继而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
主要矛盾没有变”，十九大报告中则提出“美好生
活需要”，这些变与不变记述的是国家发展与中国
民生进步的渐进过程，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的飞
跃的进程。

国力与民生的发展脉络。在此，我们可以
用1956年、1981年、2017年的几组数据来进一
步揭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时代适应性问
题。在国力方面，可以考虑的因素较多，如中国
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摆脱了“一穷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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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特别是“两弹一星”等造就了中国的大国
地位，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国力指标主要以国内
生产总值（GDP）及人均值为标志，即民生改善
的程度必然要取决于可供惠及民生的物质基础。
如果所生产的社会财富有限，民生改善就缺乏现
实基础，反之，社会财富生产越多，可供保障民
生、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就愈是雄厚。根据统计
资料，中国195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
1030亿元，人均GDP为164.1元；1981年的GDP
是4935.8亿元，人均GDP约493元；2012年的
GDP是54.04万亿元，人均GDP达4万元；2017
年的GDP是827122亿元，人均GDP为59660
元，如果以美元计价，2017年中国全年人均GDP
为8836美元。 [21]GDP总量的增长代表着一个国
家的国力增长，而人均GDP的增长则代表着一
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收入水准。在1981年前，中
国是低收入国家行列中的最低收入国家之一，而
到2017年则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新中
国成立之初，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区区100多
亿美元，重工业几乎为零，轻工业只是少数纺织
业。毛主席曾经感慨，我们除了能造桌子椅子，
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
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2]在这一穷二白、满
目疮痍的烂摊子上，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
人民硬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
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甩掉
了“贫油国”的帽子，生产了自己的解放牌汽车、
东方红拖拉机，研制出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迈上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
的轨道，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已
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
国力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国家当然应当有更
高的发展目标，也有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更高的生
活品质追求。

以民生水平而论，虽然评价指标也很多，
但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
平状况的通行指标。恩格尔系数越大，即居民用

于食物消费所占的比重愈大，表明一个国家和地
区或家庭越贫困；反之，食物消费占比愈低，则
生活愈富裕。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根据各
国的消费习惯，利用恩格尔系数对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居民生活质量提出了一个相对标准，即
60％以上为绝对贫困，50%～60％为勉强度日，
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30％
以下为最富裕。 [23]1956年时，中国城镇居民恩
格尔系数为58.4％，可以勉强维持温饱；农村居
民为65.8％，处于绝对贫困阶段。[24]1981年时，
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6.7％，农村居民为
59.9％；2000年分别为39.4%、49.1%；2010年
分别为35.7%、41.1%。[25]2017年中国的恩格尔系
数为29.3%，其中城镇为28.6%，达到了国际上
“富裕”水平；农村为31.2%，接近国际上“富裕”水
平。[26]这组指标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民生发展变化
的全部，但已经足以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到
世纪末，人民群众对生活的追求，只能是物质
生活资料和初级文化娱乐活动的有限满足。过
上温饱生活是改革开放前的民生诉求，在解决
温饱问题后会要求过上小康生活，在进入总体
小康社会后则会向更高端的美好生活前进。因
此，现在的民生诉求绝不可能停留在以往的“物
质文化需要”层次上。如果说那个年代国家发展
的根本使命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现在则必然要升华到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
“美好生活需要”。

物质文化需要的具体内容。尽管不同年代的
物质文化需要有不同的追求，但总体而言，它还
是以物质资料的需要以及为满足这种需要的相关
活动为主体。首要的是衣食住行，主体是食物保
障，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过的第一层次
需要。无论是饥寒年代，还是小康年代和富裕年
代，它都是人民幸福的基础。正如恩格斯《在马
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正像达尔文发
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
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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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
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
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
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
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
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
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
样做得相反。”[27]因此，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以
物质资料满足为基础，然后，伴随时代发展变化
产生新的飞跃，并必然走向更高端的物质需要和
精神需要全面满足的时代。

其次是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
生服务、文化娱乐等。人民要求享有相应的教育
机会以提升自身素质，能够实现劳动就业以获取
相应的收入，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以解除生活后
顾之忧，有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免除疾病恐
惧，有相应的文化娱乐活动等精神生活的需要
以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同样，这些需要也是不
断升级的。

美好生活需要

与60多年前提出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习
近平提出的“美好生活需要”无疑内容更丰、跨域
更广、层次更多、追求更高，是一个可以让人民
幸福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完整结构体系，也是
一个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大民生体系，它
包含了不断升级的物质文化需要和日益增长的精
神需要。

不断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前已述及，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中国社会主要矛
盾转化时，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替
代以往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词而
成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并不意味着人
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得到了全部满足或
者不存在了。相反，“物质文化需要”作为人的基
本需求仍然被包含在“美好生活需要”之中，只不

过在新时代呈现出全面升级态势。2012年12月15
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
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
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
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
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
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
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28]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
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又增加了
一个“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29]习近平的民生
“八更”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
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呈现出全面升级态
势，反映的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新要求，从
而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发展
民生的着力点。

世界银行提出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
收入1.2万美元左右，201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
8790美元左右，与人均GDP接近。如果此后几
年人均GDP和收入维持2017年增速，则大约在
2022年，中国将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30]近年
来，我国居民消费持续扩大升级，已进入消费需
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
作用明显增强的重要阶段，呈现出从注重量的满
足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产品向更多服务
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
等一系列转变。

下列一组收入与消费结构指标能够客观反
映中国民生发展水平。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5974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3639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
元；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
可支配收入5958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为13843
元，中等收入组为22495元，中等偏上收入组
为34547元，高收入组为64934元。同年，全
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其中城镇居民人



72   学术前沿   2018 . 09  下

PUBLIC GOVERNANCE
公共治理

均消费支出24445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0955元。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79.6%，九年义
务教育巩固率为93.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88.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2.7%，
到2012年达到30%，2015年达到40%，2017年
再提高到45.7%，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时代。 [31]2017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21743
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18695万辆），民
用轿车保有量12185万辆（其中私人轿车11416

万辆）；移动电话用户141749万户，普及率达
102.5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34854
万户，移动宽带用户113152万户，互联网上网
人数7.72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7.53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 . 8%（其中农村地区达
35.4%）；全年国内游客50亿人次，国内居民出
境14273万人次（其中因私出境13582万人次），
赴港澳台出境8698万人次。 [32]这一组数据所反
映出：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在大幅度提高，消费
结构也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汽车消费、信息消
费、旅游消费等已经成为大众化消费。此外，所
有老年人都能够按月领取一笔数额不等的养老
金，全民医保的目标基本实现，高等教育进入了
大众化时代，等等。这些都说明，就“物质文化需
要”而言，中国民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民生“八更”，人民群众还希
望水平更高、质量更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品
质、生活品位更高。这是国家快速发展进步的客
观标志，也是党和政府在新时代必须妥善应对的
挑战。

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尽管精神需要并不是
今天才出现的民生诉求，但追求全面发展和自我
实现的需要却只能在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后才可
能出现并变成现实。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
平强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
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
增长。”[33]他还在阐述民主政治与全面依法治国的

主张时将之与民生紧密关联，这是大民生思想的
具体体现，它所追求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
高层次的需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民生
需要具有主观性和鲜明的价值判断，即使物质再
丰裕，也替代不了人民群众在这些方面的追求。
因此，精神需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不可替代且日益广泛的组成部分，它追求的不
仅是体面，更是权利、平等与尊严，是获得全面
发展的保障，从而是民生发展的质的升华。

鉴于此，中国不仅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人民在民主制度
下充分地参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并在享有这
种权力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且需要按照全
面依法治国的方略加快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制，把保障与改善民生纳入法治化轨道，让法治
成为维护人民权利和逐步实现全面发展的保证。
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制定中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就是一部人民权利法，它涵盖了
个人的人身权、人格权、财产权、名誉权、隐私
权等。没有法律的明确赋权，这些权利就无法得
到有效保障；没有完备的法律规制，社会失序、
行为失范的现象也将扭曲民生发展的轨迹。因
此，民主与法治构成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日
益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
前提条件与制度保障。

结语

总之，迈向新时代后，“物质文化需要”的满
足固然是人民幸福的基础，但人民不仅希冀获得
更高质量、更有品质的社会产品及相关服务，更
期盼有民主有序、清正廉洁、海晏河清的政治环
境，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环境，这种“美好生
活需要”并非随物质财富增长就可以自动解决的，
它的满足有赖于社会文明进步与新的制度建构。
只有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硬需要”与
“民主法治软需要”，才能称得上是不断满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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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才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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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Key Concepts i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People's Wellbeing
—From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to "Need for a Better Life"

Zheng Gongcheng

Abstract: A serie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government work related to people's wellbeing 
is based on the grand outlook on people's wellbeing that is intended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They have constituted a multi-
dimensional complete system of  Marxist views of  people's livelihood. Its core concept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ople's 
increasing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to the ever-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After steady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60 years, especially in the last 40 years,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the people have been greatly satisfied, but those needs are 
fully upgraded and naturally expand to the higher-end spiritual and cultural ones. They are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This process not only reflects the objective laws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but also determines the goal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the need 
for a better life


